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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宋代以来，天台、华严、禅宗等都有数部自己宗派的传承史传世，而唯识宗却始终

未曾有叙述自己祖师和宗派发展史的著作问世。近代以来，以新方法、新视角研究佛教

蔚然成风、方兴未艾，日、韩学者写出了数种以唯识宗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然而在汉

语学术界却始终未曾正式出版全面叙述唯识宗形成、发展以至衰亡之历史演变的著述。

十三年之前，我就是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佛教宗派史丛书》的读者。那时，我就热切

盼望着早日看到《中国唯识宗通史》的问世。世易时移，2002年春夏之交，时任佛教宗

派丛书策划的府建明先生在赖永海先生推荐下，命我承当此书的撰写任务。现今五年过

去了，此书终于在风凰出版社领导特别是王华宝先生的大力支持和殷切鼓励下，初步画

上了最后一个句号。 

 作为佛教宗派史的著作，笔者以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清楚地叙述宗派的形成及其

宗派发展的历史过程。由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玄奘创立于唐初的法相唯识宗（慈

恩宗），在形成的大背景上，一是与南北朝时期唯识学派的形成与兴盛密不可分，二是

与玄奘九死一生赴印度求取经典并且进行翻译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要清楚地叙述分析

唯识宗形成的基本条件和思想背景，南北朝唯识学派的形成以及唯识师的弘教活动，是

此著必不可少的内容。玄奘对于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就是佛教经典的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他以“译＂代“讲授＂的方法为唐代佛教培育了近百名杰出的唯识师、

因明师、俱舍师，尤其是，他精心挑选、悉心培养的嗣法弟子窥基，全方位地、忠实地

继承了玄奘的事业，并且将乃师的事业发扬光大。一般以为，唯识宗是玄奘、窥基师徒

共同创立的。因此，玄奘和窥基的生平、思想以及围绕其间的人和事，都属于此著的核

心内容，须详细展开分析叙述。 

 在中国佛教宗派中，法相唯识宗，是以系统深刻的思想、细密的逻辑分析以及切实

可行的修证方法著称的，因此，对于此宗基本教义的分析叙述，也是相当重要的。其

次，窥基圆寂之后，他的嫡传弟子慧沼以及徒孙智周等不懈地宣讲本宗所主经论，在统

一教义体系、普及本宗修为、扩大本宗影响等等方面都做了不少工作，使唯识宗至少在

会昌法难之前仍然保持繁荣的局面。玄奘圆寂（664年）之后的一百五六十年，属于唯识

宗繁荣、平稳发展的时期。使中国佛教由盛而逐渐转衰的会昌法难，给鼎盛期的唐代佛

教以致命一击，其它宗派，如天台、华严宗、律宗，在不久以后，陆续有一个由恢复到

复兴的历程，禅宗和净土宗甚至比以前更兴盛。然而，法相唯识宗则并非如此幸运。 

 唐末至北宋初年，唯识宗在艰苦的环境中，默默无闻地赓续慧命，但已经逐渐转向

了“宗灭＂而“学派＂兴起的发展方向。活动于五代末北宋初期的永明延寿，尽其全

力，收集唯识宗经典著述，以博大的“胸怀＂，将唯识宗的基本教义“成功＂地纳入了

以《大乘起信论》为圭臬的“性宗＂框架之中。“性＂、“相＂融通的必然结果，实质

是“唯识学＂的赓续而唯识宗的消失。《宗镜录》的出现以及后人（如宋元以至明末）

借此著来了解“唯识观＂，恰恰说明，这部著作是唯识宗终结的标志。 

 本著就是依照上述历史线索来结构全书的。在具体写法上，本著在遵照马克思主义

关于以历史来说明宗教而不是以宗教来说明历史的方法论原则的前提下，更多地吸收了

古代史传的写法，以人物传记的叙述方法，力图全方位地“刻画＂出构成唯识宗形成背



景的地论师、摄论师以及唯识宗僧人生活、弘法以及修行的“事件＂的总图景。在写作

前的准备阶段，笔者确定了一个原则，即对于历史文献所叙述的每一事件都尽可能地搞

清楚来龙去脉，对于文献所使用的每一个关键的语词，都力争做到恰当的理解。这一目

标，在过去很难做到。在电子文本日益发达，历史文献、佛教史籍电子化日臻完善的情

形下，如此做，尽管很繁琐，但却不算太艰难。 

 在以电子手段检索资料之后，笔者发现了一个现象。近二十年来的汉语界佛教研

究，尽管有重大进展，但最大的弊端就是学术出身决定的学术研究方法和视角的阈限，

使得全方位的研究很罕见。历史学出身的，不大谙熟教理教义；哲学出身的，不耐烦、

不习惯资料的全方位搜集和拔梳。特别是，近十几年来，考古界和地方志界的学者，发

掘了大量地下的和传世的文献、文物，并且以其固有的方法和思路，对佛教史上的相关

问题，做了许多有价值有启发的研究。在研究唯识宗形成、发展的历史以及写作此书的

过程中，借助于现代化的检索工具，笔者快速地得到和读到历史学界、文学界、哲学

界、考古界、地方志界以及佛教界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发

现了许多由于资料阅读的自然苑囿和“界别＂之间的天然阻隔所造成的“以讹传讹＂、

望文生义、“地方主义＂式的结论和观点。本著在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学

术界和佛教界许多惯常说法，在力所能及的范围内，做了正本清源式的考辨叙述。 

 从总体上说，笔者以为，本著的学术价值在于系统而尽可能详实地叙述中国法相唯

识宗由“学派＂到“宗派＂再到“唯识学＂的历史演变过程。从细部来归纳，本著在如

下几个问题上构成学术创新： 

 在地论学派部分，本著经过考证认为：第一，《十地经论》是勒那摩提、菩提流

支、佛陀扇多三人合译的产物。第二，地论学派分为南北两道的时间是在东魏，其时勒

那摩提已经圆寂；地点在相州，隋唐文献所记录的地论师分“道＂的缘由是因邺都（相

州）的城市布局而言之的。参照历史地理学界和考古学界的研究和发掘成果可知，曹操

修建的邺都分为北城和南城，中间有一东西向大道将城市分开，东魏在南城之南紧

靠“东城＂又修造南城。而从文献中可以考知，大致存在菩提流支弟子住锡邺城旧城之

北区，而慧光住锡于邺城旧城之南区等事实。第三，借助于2002年在河南安阳出土的

《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墓志铭》，厘清了由道宣的不同记述引起的惠光行历中几个争议问

题。第四，对净影慧远的生平、行历以及弟子等等问题上的相关分歧作了考辨，并且特

别叙述了慧远法孙灵润的生平和贡献。第五，通过对《大法师行记》及其它材料的分

析，突出了灵裕在地论师中的影响。从《大法师行记》中可见出地论南道的“宗派
化＂努力。 

 在摄论学派部分，本著的最重要新意是：第一，对真谛行历作了较为详实的分析，

特别指出，他曾经到达且于其地译经的梁安郡是今日的泉州。第二，有三位真谛弟子写

了其师行历或经录，详略不一，造成后世对于真谛翻译经典的确切数量和具体所指产生

怀疑。第三，提出《大乘起信论》确实是真谛翻译的，并非中土人士所撰。 

 在唯识宗的创立部分，本著最重要的成果是：第一，提出对玄奘弟子的认定原则，

参译僧人中有许多并不认同玄奘的立场，固守的是摄论、地论学派的观念。真正皈依玄

奘的弟子，从数量上不少，但留名者不多，最有成就者就是窥基。第二，玄奘译场的助

译僧，记述、编定《大唐西域记》的辩机因与高阳公主私通而被杀的说法系晚出，细节

上经不住推敲，不足凭信。第三，窥基在玄奘圆寂之后，先住长安几年，其后东行，后

重回大慈恩寺，直至圆寂。东行一次而非两次。第四，通过对玄奘译场神泰、行友、道

卓三位助译僧事迹的考辨，发现在隋唐之际的蒲州，佛教义学很发达，代有高僧。第

四，玄奘是认同末法观念的，奘门弟子重视《十轮经》者不少，但并不能凭借此条就说

神昉与三阶教有关。第五，新罗圆测确实一度是玄奘的弟子，但并未接受玄奘所传的唯

识学，而忠于摄论、地论甚至《起信论》的立场。窥基与圆测有矛盾，但窥基在当时的



地位和社会（包括朝廷）认同度不一定超过圆测。这也是二师纷争之传闻不断传出的原

因。第六，在玄奘生前身后，一直存在一个崇拜其人而不一定崇拜其所传的现象。这也

是窥基发扬宗派精义，必须屡屡批驳异说的原因。第七，除过惯常的唯识宗教义体系的

分析归纳之外，本著十分注意弥勒信仰与唯识师的联系。笔者注意到，《弥勒上生经》

所宣扬的“六事二因＂、“十法＂实际上是此宗在“转依成佛＂之外的另外一条修行之

道。第八，本著以《宗镜录》所主“性相融通＂式的摄取唯识思想的模式为唯识宗终结

的标志。 

 尽管本人对唯识史的研究以及本著的写作进行了多年，但此著的撰写和出版仍然显

得很匆忙。老实说，本人并不具备完成这一课题的充分条件，只能说具备了必要条件。

譬如，对于唯识的教理的研究很肤浅，更谈不上修证；本人不谙梵文、藏文、日文等等

被有些人当作研究中国佛教必要条件的语言。如此等等，都是笔者在短时期不能弥补而

具备的。想当初，笔者之所以应允承担这一已经被好几位学者（也包含前辈学者）推辞

的任务，颇有一付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想借此逼迫自己更加努力刻苦一些而

已。客观地说，近几年也不是不刻苦，不努力，但出于迫不得已的“稻粱谋＂等原因，

应该弥补的语言方面的缺陷，没有得到多少弥补。然而，此著的完成已经义不容辞了。

作为以重然诺“立人”的秦人的后代，已经别无选择。这就是此书写作时笔者的真实面

目。此著必然会有的种种缺陷，也导源于此。 

 作为印度逻辑学创造性成果之一的佛教因明，不但是印度瑜伽行派立宗和修证

的“根本＂方法之一，也是唯识宗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更是此宗僧人的传统领地。可

惜，由于笔者不谙此道，虽则努力地学习过也正在以及将要认真地学习，但由于时间太

紧张，初稿中这一部分内容，太过幼稚，最后决定完全删去了。——这一缺憾，希望日

后有弥补的机会。 

 整理、考证、分析资料进而写作唯识宗史的过程，有三方面的感受凝结于心。首

先，为如此严密、如此丰富的唯识思想，竟然最后没有被中国文化、中国佛教完整接

受，感到深深的遗憾甚至悲哀。其次，面对中国僧人、学派、宗派在对唯识思想及其修

行方法的“误打误撞＂式的诠释、接受的基础上，以“创造性诠释＂的精神所结成的中

国佛教之“胜果＂，感到由衷的喜悦甚至自豪。最后，在汉传佛教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

和复兴之机遇的形势下，纠正并消除造成昔日中国佛教衰败之因的可能选择之一，就是

呼唤真正意义上的法相唯识宗的重建和复兴。培育可堪担当这一使命的佛教高僧大德，

汲汲兮可速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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